
 

长三角地区经济极化过程与空间演变分析1 

叶磊，欧向军 

【摘 要】：在经济极化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利用ER指数和TW指数对长三角1990-2010 年的经济极化趋势进行

测度，从整体上把握区域经济极化的演变过程；其次，选取1997、2001、2006 和2010 年这4 个典型年份，从极化

效应与扩散效应的角度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极化过程进行科学分析，总结其空间格局的演化规律。研究发现：①从

极化指数的动态演变过程来看，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极化水平在1990-2010 年间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并通过

极化的初始定义对上述论断进行了验证；②从极化理论的两大效应来看，长三角地区的极化效应在研究时段内经历

了一个先扩大再缩小的变化过程，而其扩散效应在研究时段内是逐渐增强的；③从经济极化的空间格局来看，长三

角地区在近10 多年的时间里呈现出“箭头”型—“Z”字型—“M”字型—“区”字型的变化过程，未来借助相关

基础设施束扩散效应的增强，本地区空间格局有望向网络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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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空间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长期以来在地理学的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
[1]
。而区域经济极化作为空间与经济地理研究的主

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已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牛津英语大词典将极化解释为某事物在时间、空间和其他序列方向上

向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2]
，国外的Esteban 等最先对此作出定义，认为极化是指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中

间阶层消失”或“向两极集聚”的现象
[3]
。而经济极化区域是指一个拥有较强区际关系，超越其本身的行政区划，拥有强大的城

市功能，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在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的战略作用的区域
[4]
。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基于单要素指标对极化过程与空间演变格局进行了相关研究：Esteban 等以家庭年均收入为变量，

定量分析了OECD 5 国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经济极化的变化过程，认为除德国与加拿大的极化水平有所下降外，其余国家的极

化水平均在1970-2000 年呈上升趋势
[5]
；Ezcurra等探讨了欧盟在1977-1999 年间区域人均收入的极化水平及其演化过程，认为

欧盟的区域经济极化水平在研究时段内呈现稳步下降的趋势
[6]
；Seshanna和Decornez 借助沃尔夫森指数发现过去的40 年里世界

经济变得愈发不平衡且极化趋势显著，认为加入WTO 并不能缩小成员国之间的差异与极化水平，且主动全球化国家的极化水平

要比非全球化国家要低
[7]
。 

我国对区域经济极化过程与空间格局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如郭腾云以实际人均GDP 为主要指标，

利用埃斯特班—雷指数与崔王指数从区域经济总量上考察了1952-2000 年我国省市区经济极化及其在不同方向上的变化趋势
[8]
；

欧向军等通过对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与极化的比较，认为其在空间上表现为苏南、苏中与苏北三大地区之间的差异与极化，

且三大地区之间的极化呈增强的趋势
[9]
；甄峰等基于中心外围理论分析了改革开放20 年来广东省的空间结构演化，认为在研究

时段内以广州为中心的区域发展分为：计划干预下的单核心弱极化弱辐射、市场体制下的老核心的衰退与新核心成长、全省单

极化与珠江三角洲多层次极化等3 种模式
[10]
；而孙平军等或构建城镇集聚能力指数，或利用人均GDP计算的极化指数，对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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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东北地区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与经济极化新格局进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研究
[11-13]

。 

从现有成果来看，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偏重于运用单相关要素极化指数(如人均GDP、家庭年均收入等)衡量区域经济极化的过

程与演变模式，而较少从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视角分析区域经济极化现象，所得结果也较难真实、形象地反映区域经济极化

的演化过程及其空间格局的演变。为此，本文综合运用城市能级指数模型和城市流模型定量描述1997-2010 年长三角区域在极

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影响下区域经济极化的演变规律，并以GIS 空间分析工具为研究手段，探讨长三角地区经济极化的空间格局

演变过程，揭示区域经济极化对空间结构的重塑规律，以期从不同视角对长三角地区经济极化的演化过程及空间格局的相关研

究提供有益的补充和参考借鉴。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极化指数模型 

(1) ER指数 

极化的概念和消失的中产阶级有关，1994 年 Esteban 等在基于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衡量社会财富和收入的

测度方法——Esteban-Ray 指数(简称 ER 指数)，其公式如下： 

 

式中：A 为一个标量；K 为分组数；f (yi) 为第i 组的人口份额；yi 为第i 组平均收入的自然对数；a是一个范围在[1，

1.6]的极化灵敏度指标。在本文中，A =1，a =1.5
[3]
。 

(2) TW指数 

TsuiKai-yuen 和 Wang 利用增加的两极化与扩散( increased bipolarity and increased spread)两个部分排序公理推导

出一组新的极化测度指数，即 Tsui-Wang 指数(简称 TW 指数)，其公式如下： 

 

式中：N 为全部地理区域的总人口数；πi 为i 地理区域的人口；k 为地理区域个数；yi 为i 地理区域的收入；m 为所有

地理区域收入的中间值；θ 为正的常数标量；r ∈(0,1)
[14]
，本文取θ =0.5，r =0.5。 

2.1.2 城市能级模型 

城市能级结构指数( ESI )综合反映城市的经济实力、经济集散能力和经济联系强度，是经济联系指数( R )与能级指数( EI )

的乘积；城市能级指数( EI )反映城市的经济实力、经济极化与扩散能力。每个市的能级指数为内部能级指数( IEI )与外部能

级指数( OEI )的乘积。内部能级指数主要表征了城市的极化效应，是非农人口弹性、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弹性之和；外部能级

指数则表征了城市的扩散效应，用城市流强度表示
[15-17]

。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a1 为某市第二产业弹性；a2 为某市第三产业弹性；G0 为某市地区生产总值；G1 为某市第二产业增加值；G2 为某

市第三产业增加值；g0 为较前一年某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值；g1 为较前一年某市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差；g2 为较前一年某市

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差；Fi 为i 城市流强度；Ni 和Ei 分别表示i 城市的功能效率和外向功能量；GDPi 表示i 城市某年的国内

生产总值；Qij 为i 城市j 部门从业人员数量；Qi 为i 城市从业人员数量；Qj 为全国j 部门从业人员数量；Q 为全国总从业

人员数量。若LQij <1，则i 城市j 部门不存在外向功能量，若LQij >1，则i 城市j 部门存在外向功能量；Rij 表示城市i 与

城市j 之间的经济联系度；Ri 表示i 城市与长三角其他24个城市的综合经济联系指数。 

2.2 数据说明 

2.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涉及的距离为采用距离最短条件下各地区行政中心间的距离，其数据来自于搜狗地图网(map.sogou.com)；人口、GDP 

和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等指标数据则来源于1991-2011 年的《江苏省统计年鉴》、《上海市统计年鉴》和《浙江60 年统计资

料汇编》，其余的相关数据则来源于1991-2010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上数据均为当年数据。 

2.2.2 指标选取 

为了使区域经济极化的分析更有意义和具有可比性，本文从以下3 个方面考虑了数据指标的选取问题：①在进行相关数据

处理时注意长三角各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方面的差异，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导致各地区经济极化程度高低的重要考

量，所以选择区域GDP以及人均GDP作为主要分析指标是当然选择；②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主要是通过非

农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来传导的，而这种传导作用可以用第二、三产业的弹性系数来测定，故而相关指标选择了第二三

产业的增加值及其较前一年的增量；③从城市的基本职能来看，扩散效应的强弱主要是由各中心城市基本职能水平的高低决定

的，故而相关指标选择了第二、三产业中主要对外服务部门的从业人员数。 

3 经济极化演化的过程与格局 

3.1 经济极化的演化过程分析 

3.1.1 经济极化增强 

以 1990-2010 年江苏和浙江现有 24 个地市和上海市的人均 GDP 为考察指标，由于在计算相对差异时，当年价已经消除了



 

总量大小的直接影响，其变化仅受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因而不同时点是可比的
[18]
。根据公式(1)和(2)，分别测算各个年份的极

化值，从而分析 1990-2010 年间长三角地区经济极化的演变过程(图 1)。结果表明，ER 指数和 TW 指数两种方法所测度的长三角

地区 1990-2010 年间的经济极化趋势基本一致，这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相似
[19-20]

，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长三角

地区经济极化的趋势正在不断地加强，TW指数与ER指数分别从1990 年的0.7565 和0.4911 增加到2010年的0.9063 和0.5920，

分别绝对增加了 0.1497 和 0.1009，年均增长约 0.91 和 0.94 个百分点。根据 TW 指数与 ER 指数的变化趋势，可将 1990-2010 

年间长三角地区经济极化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以下 4个阶段：① 区域经济极化水平快速扩增期(1990-1993 年)。由于苏南、浙北

和上海浦东等区域的率先启动发展，长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极化水平迅速提升，TW 指数和 ER 指数分别由 1990 年的 0.7565 和

0.4911 上升至 1993 年的 0.8250 和 0.5261，相对扩大了 9.05%和 7.13%。②区域经济极化水平波动下降期(1994-1995 年)。由

于前些年经济极化水平的不断扩大引起了江、浙、沪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许多区域共同发展战略，以先发地区带

动后发地区的发展，因此本时段内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极化水平呈现出稳步缩小的态势，TW指数和ER指数分别由1994 年的0.8171 

和 0.5042 缩小到 1995 年的 0.7938 和 0.4974，分别绝对减少了 0.023 和 0.0068，相对减少了 2.86%和 1.35%；③区域经济极

化水平缓速上升期(1996-2006 年)。江苏省先后实施了“三大都市圈建设”、“三沿开发”与“四沿产业带建设”等城市与区

域发展战略，浙江省着力打造环杭州湾、温台沿海和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三大产业带，而上海市则提出优先发展高端服务业和

先进制造业，希冀率先实现经济的转型发展，在这些区域政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极化水平不断增强，TW 指

数和 ER 指数分别由 1996 年的 0.8056 和 0.5163 增加到 2006 年的 0.9384 和 0.6082，分别绝对增加了 0.1328 和 0.0919，分

别相对扩大了 16.49%和 17.8%。④区域经济极化水平稳步下降期(2007-2010 年)。一方面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外向型

经济为主的长三角地区经历了外资流入减少的阵痛，各地区都在反思经济的转型发展；另一方面，前期不断扩增的区域极化水

平阻碍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各地区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导致本时段内长三角地区

的经济极化水平稳步下降，TW 指数和 ER 指数分别从 2007 年的 0.9366 和 0.6207 下滑至 2010 年的 0.9063 和 0.5920，年均

降幅分别约 1.09%和 1.57%。 

 

3.1.2 中间阶层缩减 

按照 Esteban 等对极化的表述，认为极化有以下 3 大特征：①组内高度同质化；②组间高度异质化；③重要规模组占比大，

非重要规模组占比小
[3]
。因此，区域经济极化可认为是一种“中间阶层消失，两级阶层不断扩增”的现象。为了更加形象地刻画

长三角地区经济极化的过程，以各地区的人均 GDP 为基础数据，按照各年度长三角地区人均 GDP 平均水平的 40%、80%、120%、

160%和 200%将本区域的 133 个县市划分为 6 类地区，假设≤平均水平的 40%和≥平均水平的 200%为两极阶层，剩余的部分为中

间阶层，选取前述极化指数的 4 个拐点年份(1990、1993、2006 和 2010 年)加以分析(图 2)。 



 

 

由图2 可知，近20 年来长三角地区两极阶层的占比逐年扩增，从1990 年的10.53%猛增至2006 年的25.56%，随后又回落至

2010 年的23.31%，20 年间扩大了1.21 倍；与此同时，中间阶层的占比却在波动下降，由1990 年89.47%下滑至2006 年的74.44%，

随后又缓慢攀升至2010 年的76.69%，20 年间本地区的中间阶层萎缩了12.78%。综上所述，长三角地区两极阶层与中间阶层变

化趋势与前述两种指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即长三角地区在1990-2010 年的经济极化经历了一个先扩大再缩小的变化过程。 

 



 

3.2 经济极化与扩散的空间分析 

3.2.1 极化效应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主要是通过非农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来传导的，而这种传导效应可以通

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弹性来衡量，非农产业的弹性越大，说明极化效应的强度越大
[20]
。根据公式(4)~(5) 计算1997、2001、

2006 和2010 年长三角25 个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强度（表1）。 

首先，从1997-2010 年各中心城市极化效应强度的变化趋势来看：①上海作为整个长三角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心，其极

化效应强度在研究时段内一直处于高位，但其强度值也经历了一个先增加再缩小的变化过程，从1997 年的2.14 迅猛增加到2001 

年的3.45，绝对增加了1.31，年均增幅达12.65%，之后伴随苏锡常杭等其他城市的快速崛起以及上海市对周边区域扩散效应的

逐渐显现，其强度值逐渐减弱，至2010 年底仅为2.08，降幅达39.76%；②南京和杭州分别作为江苏和浙江的省会城市，它们的

极化效应强度值在研究时段内并不十分突出，期间南京在2.00 左右徘徊，杭州在1.95 左右徘徊，始终低于苏州、宁波等城市，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江浙两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的不一致性；③长三角极化效应强度值大于2 的中心城市数目越来越

多，1997 年为3 个，2001 年增加至4个，2006 年为6 个，而2010 年则达到了11 个，这说明长三角各中心城市作为各地区经

济发展的中心性地位不断突显，极化作用愈发明显。 

其次，从1997-2010 年各中心城市极化效应强度排序的动态演变规律来看：传统的经济中心、交通枢纽和偏远城市(即远离

经济发展核心区的城市)是长三角区域极化效应的主体。①3 类城市是长三角经济极化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经济中心城

市如上海从1997 年的的第2 位下降至2010 年的第4 位，而宁波市则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997 年的第18 位上升至2010 

年的第2 位；交通枢纽城市如徐州从1997 年的第24 位上升至2010 年的17 位等；而偏远城市由于远离传统的经济中心，其发

展必然吸收周边地区大量的生产要素，导致其区域性的极化特征明显，如丽水、舟山、宿迁等。②从经济极化的实际效果来看，

上海、南京、苏州、宁波、杭州等传统的中心城市与交通枢纽在很大程度上拉动着长三角地区经济地稳定发展。 

 



 

3.2.2 扩散效应 

中心城市的扩散作用只有在其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才会表现得较为明显
[22-23]

，鉴于相关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与极化效应分

析相统一，选取1997、2001、2006 和2010 年25 个中心城市的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

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

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15 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数指标，

根据公式(6)~(7)计算长三角25 个中心城市各研究年份的扩散效应强度（表2）。 

首先，从1997-2010 年各中心城市扩散效应强度的变化趋势来看：①长三角25 个中心城市的总扩散效应强度在1997-2010 

年间都是在逐渐增强的，由1997 年的2212.69 上升至2010 年的19092.39，13 年间净增加16879.7，年均涨幅高达18.03%，足

见长三角地区在近些年对外扩散效应不断强化，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当之无愧。②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增长极，

其扩散效应强度由1997 年的542.77 攀升至2010 年的3437.15，绝对值增加了2894.38，年均增幅达15.26%；与此同时，上海对

外的扩散效应强度占长三角总扩散强度的比例是在波动下降的，由1997 年的24.53%下降至2010 年的18%，可见，长三角整体实

力的提升使得地区对外扩散的方式由单一型向整体型转变。③江苏省的苏州和浙江省的宁波成功超越南京和杭州，成为各自省

份的经济中心，并承担了扩散效应的主要职能，这一点可以从两市占各自省份总扩散效应强度的比重看出，其中，苏州从1990 年

的__28.18%上升至2010 年的34.07%，宁波从1990 年的18.03%上升至2010年的19.79%。 

其次，从1997-2010 年各中心城市扩散效应强度排序的动态演变规律来看：①扩散效应前5 位的城市除2010 年南京取代杭

州占据第四位外，在研究时段内基本变化不大，其余依次为上海、苏州、无锡和宁波，但其占整个长三角总扩散效应的比重却

由1997 年的60.32%下降至2010 年的55.92%，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长三角其他中心城市扩散能力的强化；②扩散效应后5 位的

城市略有变化，2010 年新增了连云港，其余依次为舟山、丽水、宿迁和衢州，这些城市都属于苏北或浙西南的经济发展水平相

对较差地区，也是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首选区域；③近10 多年间徐州和南京的扩散效应增长最为明显，均分别上升了6 个位

次，这主要得益于交通枢纽的地位扩大了城市的经济影响能力与范围；而连云港则降幅最为明显，研究时段内下降了4 个位次，

至2010 年底仅列倒数第2 位，这主要是由于未能充分发挥亚欧大陆东桥头堡的区位优势以及有效融入长三角核心圈有关。 

 



 

 

 

综上所述，不论从长三角地区的极化效应还是扩散效应来看，均表明该区域的城镇体系结构日臻完善，空间一体化进程也

在逐渐加快。 

3.3 经济极化的演化格局分析 

基于长三角地区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分析，首先结合公式(3)、(8)、(9) 和(10) 计算得出 1997、2001、2006 和 2010 年



 

长三角 25 个中心城市的城市能级结构指数(表 3)，其次将该结果导入 ArcGIS 进行空间分析，得出各研究年份长三角经济极化

的空间格局(图 3)，最后总结抽象出 1997-2010 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极化的空间格局示意图(图 4)，旨在反映近 10 多年来本地区

在极化与扩散效应综合作用下其空间格局的演化规律。 

(1) 1997年空间格局 

由表3 和图3a 可知，1997 年上海和苏州的ESI指数最高，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极化中心。无锡、杭州、温州、南通、镇江、

宁波、嘉兴、南京、常州、扬州分列区域3-10 名。除南通、温州分属苏中、浙南沿海外，其余地区均处于长三角的核心区。尽

管本时段内区域实行了均衡发展战略，但考虑到长三角地区长期形成的单一核心以及地区间差距较大等客观事实，此时的长三

角已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即以沪宁杭为中心的经济极化格局，其空间结构为“箭头”型(图4a)。 

(2) 2001年空间格局 

由表3 和图3b 可知，2001 年ESI 指数前10 位的城市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个别城市的位次发生了变化，如南京从1997 

年的第10 位跃升至第6位，镇江和宁波则分别滑落至第9、10 位。总体上看，这一时段内长三角地区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较上一个研究年份，经济极化的核心区依旧集中在以沪宁杭为节点的三角形区域内，且极化的程度得到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

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一是随着沿杭甬高速公路产业带的大力建设，浙北的杭绍甬在主动承接上海辐射的同时加速融入以沪宁

杭为核心的经济极化核心区，其作为长三角经济极化区的南翼迅速发展；二是徐州作为苏北乃至整个淮海经济区唯一的特大城

市，在极化效应的作用下其经济极化的趋势开始有所加强。但苏北与浙西南的广大区域仍处于边缘地带，整个长三角地区经济

极化的空间格局初现端倪，此时的空间结构呈现“Z”字型(图4b)。 

(3) 2006年空间格局 

由表3 和图3c 可知，2006 年ESI 指数前10 位的城市发生了小幅变化，镇江由于政府决策和机遇等因素跌出了前10 位，

而嘉兴则在上海和杭州两大中心的辐射带动下挤入了前10 的行列，南京保持了上扬的势头，排位继续上升，达到了第4 位。总

体上看，这一时期长三角内部分化明显，苏锡的经济极化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加强，而上海作为区域发展中心的重要性相对于上

一研究年份有所下降，同时本区域经济极化的趋势向外围扩散明显。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随着宁启铁路、润扬长江大桥在苏

中大地的全线贯通，使广大苏中地区真正跨越长江，融入苏南，接轨上海，其作为长三角经济极化区的北翼发展不断提速。此

外，虽然各省市对各自的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很大，但长三角地区间的差距仍进一步拉大，以沪宁杭为节点的三角形区域的

核心作用越发突出，经济极化的空间格局已经形成，此时的空间结构呈现“M”字型(图4c)。 

(4) 2010年空间格局 

由表3 和图3d 可知，2010 年ESI 指数前10 位的城市变化不大，只有镇江在近年“南山北水”城市重点发展战略的引领下

重归前10，达到了第8 位。总体上看，由于苏通大桥、崇启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等一批重点基础设施的完工交付使用，进一

步巩固了苏中与浙北作为长三角经济极化区南北翼的优势地位，同时也使得苏中的南通与浙北的宁波得以直接对话上海，成为

其重要的南北组合港口，再加上江浙两省一系列的前瞻性政策诸如沿海开发、温台沿海产业带建设等的加速推进，这一时期区

域经济极化的趋势得以继续向周边扩散，苏中和沿海地区的扬州、南通、宁波、温州等作为区域性经济极化中心的地位得到进

一步强化，此时的空间结构呈现“区”字型(图4d)。此外，在长三角最新的区域规划中，沪通铁路、杭甬客专、宁杭城际等一

批重点交通设施的开工建设，将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地区经济极化的空间格局，使原本以沪宁杭为核心的经济极化核心区得以借

助相关基础设施束继续向四周扩散，相信未来长三角地区空间格局会逐渐向网络型发展。 

因此，1997-2010 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极化空间格局演化呈现出“箭头”型—“Z”字型—“M”字型—“区”字型的变化规



 

律，具体表现为传统核心城市极化水平的不断强化和地区节点城市极化水平的__不断提升。随着产业转移和转型发展的深入推

进，全域的经济极化将开始逐渐转入以外围扩散为主的新阶段。 

4 结论与讨论 

(1)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极化水平在1990-2010年间呈现出波上升的变化趋势。其中，在1990-1993 年间为区域经济极化水平

的快速扩增期，1994-1995 年间为区域经济极化水平的波动下降期，1996-2006 年为区域经济极化水平的缓速上升期，2007-2010 

年为区域经济极化水平的稳步下降期。随后从极化的初始定义(中间阶级层消失)出发，对上述论断进行了验证。 

(2) 长三角地区的极化效应总体上经历了一个先扩大再递减的变化趋势。其中，一方面上海市伴随其他城市的快速崛起以

及其对周边区域扩散效应的逐渐显现，它的强度值在逐渐减弱；另一方面极化效应强度值大于2 的中心城市数目越来越多，这

说明长三角各中心城市作为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性地位不断突显，带动作用将会愈发突出。 

(3) 长三角25 个中心城市的总扩散效应强度在1997-2010 年间都是在逐渐增强的。其中，一方面上海对外的扩散效应强度

占长三角总扩散强度的比例在波动下降，可见长三角整体实力的提升使得地区对外扩散的方式由单一型向整体型转变；另一方

面，江苏省的苏州市和浙江省的宁波市成为各自省份的经济极化中心，并承担主要扩散效应功能。 

(4) 随着产业转移和转型发展的深入推进，全域的经济极化的趋势开始减弱，将逐渐转入以向外围扩散为主。长三角地区

近10 多年的空间格局演化呈现出“箭头”型—“Z”字型—“M”字型—“区”字型的变化规律，未来借助相关基础设施束的扩

散效应，将会使本地区空间格局向网络型转变。 

(5) 经济极化是新时期长三角经济变化的重要特征。本文对于长三角的经济极化的空间结构变化态势进行分析和讨论，可

以作为有关区域发展调控和投资决策的参考。但由于没有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评价城市极化，文中的指标显得有点单薄，对区

域的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分别采用弹性系数和城市能级结构指数表示，两种效应之间只能说明趋势而不具可比性，有待今后的

研究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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